
摘要：减少贫困既是当今世界发展目标也是学界研究热点。近 10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结合创业理论对减少贫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在这些研究中，中国过去 40多
年在创业减贫方面为全世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和海量数据，为研究创业减贫提

供了全新的研究模式。为了深入探索与研究创业减贫问题，本文从现有权威性文献、相关性

文献与大量的创业减贫实践信息着手，在梳理、区分与整合文献同时并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

上，从 6个方面对目前的创业减贫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与分析。由于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

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本文展望了创业减贫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另外，本文还从理论与实践

两个方面对中国创业减贫成功经验做了一个具有世界共享性的研讨与小结。本文的研究贡

献在于系统地对创业减贫理论与热点问题进行基于文献的研究与分析，整合出来的 6个方面

的创业减贫理论，包括新 BOP理论（加入数字技术）、平台赋能理论、学习改变理论等进行了

新的探索，注入了新的理论要素。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为推动与发展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提供

新的思路与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创业减贫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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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减少贫困是各学科研究者长期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何通过创业减少贫困是管理与

其它学科研究者近 10年来不断思考与实践的热点，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问题。创

业减贫理论研究文献近 10年来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从文献中可见，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时

间与空间对创业减贫的不同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从文献整合的角度来说，一些研究者侧重

探索资源与减少贫困的问题，无论是资源拼凑还是寻觅资源机会都是因为缺少资源（Sutter
et al.，2019）。如何在这方面提供问题导向性的解决方案？一些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应

的解决方案进行了理论探索（Sutter et al.，2019；Bruton et al.，2013；Si et al.，2015）。另外一

些研究者则关注地域限制、制度政策等方面的问题（Khavul et al.，2013；Kent and Dacin，
2013；Williams et al.，2017）。还有研究认为无论是减贫还是创业减贫，其中的研究主体是

人，因此创业减贫的中心问题还是要从研究人出发，更具体地说要从研究贫困者出发，在研

究贫困者与如何改善贫困者态度行为的基础上，思考与制定相关的问题解决方案与实施方

式（Ahlstrom and Wang，2010；Woodson，2016；Fischer，2016；Lin and Si，2014）。如何进一步深

入研究创业减贫问题？本文从现有权威性文献、相关性文献与大量的创业减贫实践着手，在

梳理、区分并整合文献与理论联系实践的基础上，从 6个方面对目前的创业减贫热点问题进

行理论探索与分析。另外，中国过去 40多年在创业减贫方面为全世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

实践案例和海量数据，为研究创业减贫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模式。因此，本文对中国创业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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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成就做了一个研讨与小结，让中国的成功经验更多地与世界分享。中国曾经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

但过去 40多年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呼应的是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过去 40多

年中国减少贫困人口超过 8.5亿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 70%，也是率先完成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

中国家（World Bank，2019）①。无论从世界慈善机构、世界银行还是联合国的报告中可知，中国减少贫困的实

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世界公认的。在理论研究方面，近年来中国研究者的相关论文已经发表在顶级或高水

平中英文管理期刊上（杨亚非，1998；邢小强等，2011；邢小强等，2019；杨婵、贺小刚，2019；王雨磊、苏杨，2020；
燕继荣，2020；Lin et al.，2019；Si et al.，2019；Wu et al.，2019）。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今天创业减贫的

形势发生了变化，如何建立在文献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

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就目前的新形势而言，无论是以理论为先导和支撑的创业减贫研

究，还是以创业减贫实践为载体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在质量与数量两个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断

产生新的理论或思想观点。另外，由于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本文在思考与论述当前创

业减贫研究的热点问题时，展望了未来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创业减贫权威性文献与相关问题

本文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创业减贫研究文章。为了更好地认识与研究创业减贫问题，了解相关重要文

献是必要的。为此本文通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Entrepreneurship”并含“Poverty”为主题词，对 1950~
2020年的所有在库文章进行检索②，共有 651篇，其中经管类（business economics）方向 502篇，其它以环境生态

科学、公共管理、地理科学为研究方向 149篇。创业作为一种减贫的重要途径，651篇创业减贫文献若除以同

时段以“Entrepreneurship”为主题的在库文章总计 29997 篇，整个创业减贫的文献仅占创业主题研究的

0.02%。发表在最高水平期刊上的相应研究就更少，Si等在 2019年完成的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
opment（ERD）期刊创业创新与减少贫困专题研究，列出了发表在具有最高学术影响力的管理与创业期刊的研

究文献（Si et al.，2019）。

本文在中国知网以“创业”并含“贫困”作为主题词，对发表在国内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文献

进行检索③，结果显示共有 57篇（如果在中国知网仅以“创业”为主题检索 1998~2019年同期所发表的CSSCI论
文，总数为 13049篇）。最早的文献发表于 1998年，即杨亚非所著的《伟大的创业实践需要伟大的创业精神─
─从立屯消除贫困的实践看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杨亚非，1998）。有关创业减贫国内文献的发表趋势大致表

述如图 1。
从图 1可见：创业减贫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文献积累。近年来，中国研究者的文献也在增加并越来越具有国

际共享性。这些文献从理论上支持了并且正在继续支持新的创业减贫理论发展并指导实践。这些文献主要

区别在于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以及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创业减贫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探

索。从文献整合的角度而言，现有创业减贫文献比较多地集中于以下 3种情形。一是将贫困起因归为贫困者

资源的欠缺，再以创业弥补此欠缺后获得脱离贫

困的结果（Sutter et al.，2019），这种情形常常是分

散式的个体贫困，很多相关的研究试图找到可行

的解决方案帮助草根创业者通过创业减少贫困

（Bruton，2010；Kaplinsky，2011；Kistruck et al.，
2013；Bruton et al.，2013；London et al.，2014；Si et
al.，2015）；二是将贫困起源归因于受到地域限制，

这个地域不仅是地理位置，还包括地域制度政策

等方面的限制，相关的研究试图找到可行的解决

方案（Bradley et al.，2012；Khavul et al.，2013；Kent 图 1 我国创业减贫文献发表趋势图（1998~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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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cin，2013；Ault and Spicer，2014；Sun and Im，2015；Williams et al.，2017）；三是将贫困起源归因于贫困者

素质提高与发展受到各种限制，如学习条件缺失、户籍等，都限制了贫困者本身的学习改变，进而逐步改变他

们的思维与行为模式，相关的研究探索并提出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Vaona，2005；Ahlstrom and Wang，2010；
Woodson，2016；Fischer，2016；Lin and Si，2014）。基于上述 3种情形与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创业减贫的实践成

果，本文从 6个方面深入探索创业减贫理论，它们分别是：（1）本土/本地创业与减贫（Indigenous entrepreneur⁃
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2）新 BOP 模式（Bottom of the pyramid perspective）；（3）资源补给理论（Remedia⁃
tion perspective）；（4）平台赋能理论（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5）制度变革理论（Institutional reform
perspective）；（6）学习改变理论（Learning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上述 6个方面的创业减贫研究变量与相

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及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见图 2。
三、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

（一）新BOP模式（Bottom of the Pyramid Update）
BOP是Bottom of the Pyramid（现多改称为“Base of the Pyramid”）的缩写，一般指低价位、低收入阶层市场

或穷人市场。也有人称其为草根创业模式或理论。近些年 BOP理论融合了新的要素，新 BOP模式与原来的

BOP模式的区别主要在于加入了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等的运用，这使模式的机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回顾这

些年来BOP的内容与功能，Prahalad和Hammond（2002）认为领导世界主流的跨国企业遗漏了约占世界人口总

数 70%的 40亿穷人客户的需求，他们提出 BOP 减少贫困的核心理念是大型企业开发高性价比且底层消费者

喜闻乐见的产品，提高BOP阶层的生活质量（减少贫困），与此同时可以实现大型企业在经济意义上的商业利

益（有别于社会性质的慈善）。此外针对个体资源不足的情况，家族（家庭）的节省和稳定是重要的资源来源渠

道（Kimmitt et al.，2020）。BOP 是一种通过贫困者减少支出，增加节余来摆脱贫困的方式（London et al.，
2014）。也有研究认为BOP理念本质上来说是大型企业产品创新，找到新市场空间创业机会的公司内部创业

行为（Seelos and Mair，2007；万倩雯等，2019），由此促成企业通过产品或商业模式创新为贫困人口服务的目的

（Bruton et al.，2013）。可见，BOP一直试图取得大型企业组织对贫困市场的重视（Hart and Christensen，2002；
Prahalad and Hammond，2002）。目前的研究则转向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探索穷人如何成为BOP模式下的活跃

消费者，把产品价格策略等市场营销手段作为重点关注的领域（Christensen et al.，2015；London et al.，2014）；

二是鼓励政府、企业和其它创业者与贫困居民一起加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底层消费者市场（Calton et
al.，2013；Kistruck et al.，
2013）。邢小强等（2011）
研究发现，在中国由于价

值链缺失与制度空洞，企

业需要建立跨部门的价值

网络，其中与当地政府的

关系是成败关键。数字技

术有助于 BOP的创业实践

和包容性市场开发（邢小

强等，2019）。Si 等（2015）
则认为 BOP目前无论在中

国还是世界都是被人们十

分重视但又缺少具体解决

问题方案的创业减贫模

式。联系这一研究发现， 图 2 创业减贫研究变量与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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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减贫经验与模式不仅值得与世界分享，更可以为新BOP理论研究提供案例与数

据支持。此外，由于全世界贫困人口依然众多，进一步推动与发展BOP理论，无论是对于创业减贫的理论还是

实践都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实际价值。

（二）资源补给理论（Remediation Perspective）
资源补给理论认为，当资源得到直接供给时，创业可以减少贫困（Sutter et al.，2019）。这一理论的基本假

设认为贫困是由资源缺乏造成的，如缺乏金融资本或其他物质资产。因此，向有创业需求的贫困人口提供低

息贷款帮助其开创事业，不仅可以提高自身和家庭收入，还将对于家庭非经济绩效，包括创业者家庭子女的受

教育情况产生积极影响。资源补给理论指出，创业导向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政治稳定资源和物质资产

是贫困地区创业活动产生的核心要素（West III et al.，2008；Ahlin and Jiang，2008）。西方的研究通常认为，土

地、劳动力、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供给越多，贫困程度越低（Fallon and Lucas，2002；Leff，1979；Romer，
1986）。在此观点下，西方大量学者常将外国的直接资源援助视为是解决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方式（West
III et al.，2008；Alvarez et al.，2015）。小额贷款是资源补给理论的一个典型实例。本文认为关于小额贷款的

现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 3个方面，一是主流的探索，即金融组织向有创业需求的贫困人口提供低息贷款帮助

其开创新事业。小额贷款有利于创业者调整创业规模，维持或增加收入（Chliova et al.，2015）；二是除了增加

个体收入，还对家庭其它方面有帮助，如创业者子女的受教育情况、创业者及其家庭的健康和营养，以及妇女

的权利等（Hermes and Lensink，2011；Sutter et al.，2019；Holvoet，2004；Mair et al.，2012；Ranis et al.，2000）。现

有研究发现小额贷款服务对于女性创业脱贫效果稳健，是促进家庭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Chliova et
al.，2015）。此外，如果说小额贷款是给予创业者的资源补给，那么小额贷款组织（MFOs）的资源补给从何而

来？Cobb等（2016）研究发现商业和公共资助者会在稳定的环境中投资不同类型的小额信贷组织，随着政治和

财务不确定性的增加资助者会增加投入。Zhao和 Lounsbury（2016）研究发现，市场逻辑高的国家小额信贷组

织越能获得投资者资金支持；宗教差异化大的国家抑制了小额信贷组织资金的取得，而且会削弱市场与资金

获得之间的关系。小额贷款助力创业减贫的机制如图 3所示。

（三）本土创业与减贫（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本土创业（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理论是近些年来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从不同的

方面探索了本土创业与减贫的问题（Haveman，1993；Pearce，2005；Tobias et al.，2013；Sautet，2013）。本土创业

不同于由外部创业者帮助贫困人口的BOP模式，而是一种本地贫困居民通过自主创业来减贫的模式，它与当

地文化的相同性高度相关，这种创业减贫模式在当年浙江的义乌、东阳等地很盛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很盛

行。本土创业通常基于本土居民拥有的当地知识，采用自我雇佣的形式来进行创业（Dana，2007）。“本土贫困

居民”④常常拥有当地一些独特的文化与群体规范，从世界范围来说，缺乏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机会导致了当地

居民的贫困（Peredo et al.，2004）。近些年来，创业减贫的成功案例层出不穷，这使很多本土贫困居民试图通过

本土创业来改变本地的贫困面貌，推动本土与周围地区的发展（Peredo and McLean，2013；Peredo et al.，
2004）。基于现有的理论文献，本土创业常以社区导向和集体形式出现。基于同化模型、关联模型和权变模

型，Peredo等（2004）总结了本地创业理论模型，其机制如图 4所示。

本文分析认为，本土创业减贫研

究目前基本上延续着图 4 模型。首

先，并不是所有本地居民都愿意进行

集体创业，这涉及到身份认同问题和

当 地 文 化 问 题（Hindle and Moroz，
2010；张国庆等，2019）；其次，将大量

的 当 地 居 民 整 合 并 成 立 社 区 企 业

（Community- Based Enterprise），在 很 图 3 小额贷款促进创业减贫的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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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需要一位或几位“万事通”（jacks-of-all-trades）领导者（Lazear，2004；Selsky and Smith，1994）。再次，

本土创业以创办集体企业或促进地区大量个体创业的形式，以达到创业减贫的目的（Praag and Versloot，2007；
Rindova et al.，2009）；最后，本土创业减贫最终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支持，包括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公益等其他社

会组织的支持。本土创业特别是当地创业者办的集体企业，一方面可能引导当地相同形式的创业（Haveman，
1993），另一方面可能形成创业机会集的构建（Castellanza，2020），衍生出其他类型的创业业态作为社区企业的

补充（Peredo and Chrisman，2006），如伴随当地社区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当地居民会不断开设餐馆、加油站等等

（Peredo and McLean，2013）。这种衍生创业为政府实施精准减贫/扶贫提供了依据。在中国，精准扶贫/减贫的

关键在于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

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减贫模式，并制定相应的扶贫/减贫政策，为衍生创业的创业者提供小额信贷、转移支付、

教育培训等支持（卢盛峰等，2018），发挥本地社区创业与国家和地区层面精准扶贫/减贫产生联动效应。这方

面的中国经验非常值得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以及在中国的创业减贫理论与实践探索两方面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

（四）平台赋能理论（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平台理论结合数字技术是近年来理论探索的一个热点。科技是促进创业减贫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

的创业研究，西方的研究重视具体技术，两篇发表在 Research Policy 上的文章，Fischer（2016）和 Woodson
（2016）分别研究了绿色作物技术和纳米医学对创业减贫的作用。中国的研究则指向数字技术平台建设。这

些与技术相关的创业研究，近年来都被应用于创业减贫，如研究互联网带宽、网速等情况对贫困地区创业的影

响（Qiang et al.，2009），中国“淘宝村”数字技术平台与创业减贫相结合的平台赋能理论研究（He，2019）等。平

台理论由来已久，但这些年流行的平台理论不同于原来战略管理中的概念，它是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管理模

式（Mair et al.，2012）。通常平台连接两个或多个群体，以提供双方或多方的互动机制来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

并从中获利，其创造价值逻辑是以“连接”再“聚合”的方式降低各个平台参与方的交易成本，促使网络效应发

生作用（陈威如、余卓轩，2013）。平台能快速打通行业上下游，改造并形成新的行业生态系统（李广乾、陶涛，

2018）。赋能（empowerment）是指个体或者组织对客观环境与条件拥有更强的控制能力来取代无力感的过程，

意味着参与者共同达成目标，获取资源入口和共同理解复杂的环境（Perkins and Zimmerman，1995）。平台赋

能帮助贫困居民在平台上建立创业孵化渠道或自我雇佣创业渠道，如通过自身产品销售取得交易实现增收，

实现减贫的模式（Si et al.，2015）。平台赋能与数字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创业减贫问题的解决方案紧密连

接，电子商务平台公司为初创企业（或店铺）创建了一个生态系统，以消除自我雇佣创业者的诸多结构性瓶颈

（He，2019）。以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创业减贫可以分为创业者自发和政府发起两种模式，农民自发形成自下而

上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由

穷人创业”（entrepreneurship
by the poor）的模式，主要是

指农民自发的使用电子商务

平台，将当地传统产品甚至

非当地产品在线化，农民成

为网商直接面对市场。一般

来说，这种区域内减贫发展

路径需要地方精英创业者先

行，他们比较早期的接触电

子商务手段，具有一定的信

息技术能力，并能发现市场

机会。由政府主导的平台，

图 4 本土创业减贫机制示意图
资料来源：Peredo，A. M.，Anderson，R. B.，Galbraith，C. S. and Honig，B.，2004，“Towards a theory of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1（1~2），p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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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上供销社”可以被理解为“穷人创业”（entrepreneurship to the poor）提供途径，其目的是通过建立当地产

品与网络信息平台对接的平台，解决“农产品进城”的问题，从而形成自我雇佣的创业渠道。基于平台赋能的

创业减贫的典型案例是“淘宝村”，它帮助农民一方面借助平台将农产品销往外地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农村淘

宝为村民购买生活生产物资，为村民节省 20%左右的开支，这是一种间接扶贫（颜强等，2018）。平台赋能是近

年来创业减贫研究的热点，中国在这方面的淘宝村等实践与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方面的理论提供了重要

支持。

（五）制度变革理论（Institutional Reform Perspective）
从Gnyawali和 Fogel（1994）的文章开始，大量的文献强调制度环境在促进创业减贫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除了延续经济学视角从宏观制度环境改造的角度研究创业减贫（Sautet，2013），创业减贫引伸出重要的研

究议题是制度创业和“非正式创业”（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后者涉及的是企业或自我雇佣的注册与监管

问题（Webb et al.，2020），此创业减贫机制对应于制度变革理论的研究。国内有不少研究也是从制度环境的

方向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包括政府治理方式促进农民创业（李博，2016），以多方共同建立包容性区域创新体系

（邵希等，2011）以及农民创业园产业化促进农民创业（黄承伟、覃志敏，2013）。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实施创业减

贫是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Khavul et al.，2013；Ault and Spicer，2014；Williams et al.，2017）。制度变革理论观

点的核心是如果制度得到完善，那么创业将被鼓励和激发（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Tomizawa et al.，
2019）。近年来，研究者发现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是制度与政府的不足（如相关政策跟不上）和一些社会问题

（如妇女歧视）（Saebi et al.，2019）。制度变革理论认为，通过创业减轻贫困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增加社会平等，

这意味着经济效率等经济成果不完全代表创业的成功（Sutter et al.，2019）。Goel和Karri（2020）认为贫困创业

者对制度环境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着他们的创业行为。因此，政府必须改善以下与创业与减贫相关的 5个方

面（Gnyawali and Fogel，1994），它们分别是（1）政府的政策和流程、（2）社会经济条件、（3）创业和商业技能培

训、（4）财务支持、（5）非财务支持。上述制度环境改善将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以及促进关键资源

的提供来影响新创企业的产生，进而达到减贫的目的。Mair 等（2012）研究了孟加拉农村一个包容性市场的建

立过程，发现了当地一个重要中介机构在化解制度真空促进变革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包括重新定义市场和合

法化参与者，从而提高创业者数量。制度环境也决定着创业的绩效，Lin等（2019）研究发现创业可以普遍促进

贫困减少。本文认为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创业对减贫/扶贫的影响比农村强，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相比于城市正式制度薄弱，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地区可以实施创业先行，倒逼制度变革。制

度环境能促进创业与减贫，反过来创业成长也会引发制度环境的变化。如Williams等（2017）指出贫困地区居

民为了改善生计进行了大量的非正式创业（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注册），但如果要取得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减

贫效果，政府必须改革程序手续等制度。本文也发现制度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地区贫困居民的创业，也影响着

对小额贷款组织的监管。Khavul等（2013）发现在危地马拉，小额贷款先开始于地区发展减少贫困，后来当小

额贷款组织达到 30%的利润，这时传统银行业与小额贷款企业产生冲突，结果是小额贷款组织陷于更严厉的

监管制度。此时，以减少贫困为最初缘由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可能逐渐转变为以经济目标为考量的组织，以躲

避监管（Kent and Dacin，2013）。上述结果说明，创业减贫依存于不同的制度环境而有着很大差异，关注制度

和创业的研究显然是有价值的，其中无法回避的是创业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斯晓夫等，2017）。也就是说，

是制度的生成引领了创业，还是创业可以先于制度？中国的创业减贫实践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体制

上做了很多调整与变革，客观上为具有创业精神的创业者提供了创业机会，由此使得如义乌、温州的农村贫困

者成了创业者，导致了个体乃至地区的减贫效果（Si et al.，2015）。中国目前还有许多创业减贫实践，如乡镇

的“扶贫车间”，目的都是政府“创业”帮助贫困人口就业，然而这方面的创业减贫至今尚无比较系统的理论

研究。

（六）学习改变理论（Learning and Changing Perspective）
创业减贫涉及资源、区域差异、制度等等，但如何改变贫困地区穷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提高穷人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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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以及破解种种穷人个体的发展限制，这些是学习改变理论研究的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

这些问题（Vaona，2005；Ahlstrom and Wang，2010；Woodson，2016；Fischer，2016），如蒋艳（2008）研究发现激发

地区贫困人口内生性创业力量的方式必须依靠相应的教育和培训，农民的知识资本对农民绩效有显著作用

（张银、李燕萍，2010）。学习改变理论假设贫困人口总体来说内生脱贫动力严重不足，甚至有小部分群体自身

具有“宿命论”的价值观，认为他们就像印度种姓制度一样本该生活如此（Bénabou and Tirole，2006），相反同

样是基于印度贫民窟的研究，如果有改变意愿的贫民窟创业者，他们创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让下一代接受

更好的教育（Shepherd et al.，2020）。如何让贫困者通过创业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从消极的模式转变为积极的

模式，这是提出学习改变理论的出发点与目标（Si et al.，2015）。近年来，研究者提出知识资源是创业减贫和

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断学习是有效减少贫困地区贫困者的关键。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农村创业者创业绩

效取得来自自我识别的机会，而非从社交网络所识别的机会或政府推动的机会（West III et al.，2008；Si et al.，
2019；Wu et al.，2019）。可见，学习改变理论认为穷人的态度和创业者的积极行为与减贫有效性高相关，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者通过学习（即使这种心态在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多鼓励），可以改变对创业、试错的态度和

行动，并可以在学习中获得有用的知识和认识的提高（Ashford and Tsui，1991；Dweck，2007；Goel and Karri，
2020），从而增加创业收入。贫困者的减少，以及思维与行为的改变又可以推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Lin and
Si，2014；Si et al.，2015）。中国过去 40年，很多人从原来的贫困者成为成功的创业家、企业家，他们的学习改

变和不断试错的精神，造就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Ahlstrom et al.，2008；Ahlstrom and Wang，2010）。学习改变

与创业减贫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在亚洲、非洲和美国黑人族群的研究都得到了证实（Fairchild，2008；McClosk⁃
ey，2010；McCloskey，2016）。另外，学习改变理论与政府的政策张力也有关联，Fischer（2016）研究亚洲的绿色

作物技术如何帮助非洲小户农民增产。他的研究结论指出，学习技术是一部分，技术是中性的，非洲当地政府

对新技术的政治承诺更重要。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贫困者产生主观能动性是创业脱贫的巨大动力（Si et al.，
2015），而激发贫困者的创业意向与动力需要他们的学习改变，这种学习改变可以来自自身，也可以通过政府

对制度与政策的改进（Goel and Karri，2020）。

以上是创业减贫热点问题与前沿理论研究，由于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探讨与认识

理论现状与未来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基于权威性文献、高相关性文献，以及创业减贫实践信息，提出下面

几个未来的研究方向。

四、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未来方向

（一）权威性理论的延伸研究

何谓权威性理论？这其实是见仁见智的。现有的创业减贫文献虽然谈不上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文献，但已

经具有一定权威性，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创业学者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他们的研究，并将他们的

创业减贫研究成果发表在具有权威性的期刊中，如Lin等（2019）、Wu等（2019）、Si等（2019）、邢小强等（2019）、

杨婵和贺小刚（2019）、卢盛峰等（2018）等。这些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不仅是先前权威性理论

的延伸研究，而且相比较先前的研究而言更多地联系成功创业减贫实践。很多创业减贫观点可以通过这些理

论被推断出来，这些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研究价值。强调与展望权威性理论延伸研究的第一个原因

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现在很多研究者每天获得大量信息和知识，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些知识

信息进行深度思辨与过滤。因此，目前很多创业减贫研究是现象驱动而非理论驱动的研究。加深学习与理解

权威性创业减贫理论文献，有助于研究者形成理论研究范式，并在这些范式的基础上做研究。展望权威性理

论的延伸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是，权威性理论同样存在它的局限性，比如过去数十年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小额贷

款改善个体和家庭状况，但是Bhuiyan和 Ivlevs（2019）的研究发现小额贷款会导致个体的忧虑感而减少生活满

意感（在男性中更严重）。上述研究结论是对过往主流小额贷款（资源补给理论）的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继

续探索与克服权威性理论的局限性，这是研究者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既是对过去权威性研究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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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也是对未来研究的一种开拓。有人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数据时代，但理论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数据与理

论相比较，前者反映的是过去，后者教人如何看到未来。因此，展望未来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可以使人们更

好地看到未来，创业减贫理论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创业减贫的成效。

（二）经济与社会双视角研究创业减贫

经济创业视角与社会创业视角，二者有机结合共同研究减贫问题，是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Sut⁃
ter等（2019）的研究认为，创业减贫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增加社会平等，不应该一味看经济效率等经济成果。中

国过去 40多年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基本上是通过经济创业减贫来实现的，但由于缺乏社会创业减贫

而留下的诸多问题或不足之处依然存在，如贫困者经济脱贫后个人社会素质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如何有效

减少社会贫困者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创业减贫的研究问题。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不多，但却是非常需要进行深

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未来创业减贫研究中的创业应该是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两方面共同促进国家或地区的

减少贫困过程。

社会创业在发达国家近年来获得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社会问题导向性研究，如减少贫困、生态环境与法治

公平等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Austin et al.，2004；Zahra et al.，2009）。这些研究催生理论研究者思考创

业减贫研究的新思想、新实践与新理论。Austin等（2006）认为经济创业和社会创业在很多相同之处，提出了

SVP模型（Social-Value Proposition），这个模型强调社会创业中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如税收、宏观经济、政策

因素等）等变量之间的协调。Zahra等（2009）进一步提出社会拼凑者（social bricoleur）、社会构建者（social con⁃
structionist）、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的概念来解决未被满足的社会问题，这里自然包括减少贫困的问

题。这些研究无疑对于深入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支持。另外，已有文献研究中，社会嵌

入理论（social embedding perspective）等也可以为上述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如 Sutter等（2013）提供了一个

以往没有被认识到的社会关系，那就是贫困地区的创业者嵌入在当地半正式的非法组织关系中，创业者可以

通过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减少与非法行为者的接触，以及将业务转移到非法行为者无法找到的新地点，来避

免非法组织的干扰。社会嵌入理论还发现贫困地区的创业者想要追寻创业成功，必须遵守人际交往的规范，

利用良好人际关系获取点对点借款（Bruton et al.，2015），以及通过利用本地可用关系和广泛网络作为资源开

发，以取得创业绩效（Wierenga，2020；Ring et al.，2010）。综上所述，从经济创业视角与社会创业视角有机结合

共同研究创业减贫理论可以丰富现有的研究文献，目前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实践与成功案例，但缺乏理论层

面的系统研究。

（三）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Digital Technology and Platform）

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的出现使创业减贫产生了很多新的方式。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现在不仅应用

于技术创业，而且应用于创业减贫，为创业减贫的实践提供了大量的问题解决方案。近年来，在经济层面研讨

相关问题，如 Qiang 等（2009）研究结果显示新兴国家的宽带渗透率每增加 10 个百分点，GDP 增长将增加

1.38%，又如Khanal和Mishra（2016）的研究通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发现，互联网的使用非常显著地提升

美国农场家庭总收入。然而这些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的研究只注重技术对农民收入提升的作用与效果，而

非减贫效果，其所研究的对象也不都是贫困户。在政府与研究者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探索如何使用数字

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减少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中国通过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途径减贫的底层逻辑是更便

捷、更多选择，具有实际效果。中国数字技术与平台减贫的主要方式是电子商务平台赋能，以县域、乡域、村域

为发展目标，建立了大量的“淘宝县”、“淘宝乡”、“淘宝村”。这些“整建制”的中国地域脱贫实践的成就，很大

程度归功于阿里巴巴等企业利用“大数据”帮助精准扶贫。目前，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应用于创业减贫是政

府、社会与企业都在实践的事情，但缺少这方面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的数字技术/数字化

平台与减贫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一是因为管理理论的根本价值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数字技术与

数字化平台为减少贫困提供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但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更多的理论研究成果？这

是社会对未来理论研究的期待；二是数字技术/数字化平台与减贫现有的实践案例和海量数据为产生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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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提供了重大支持。另外，今年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

型进程，其中很多行业通过它们掌握的数字、数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为减贫做贡献。因此，这种数字化转型一

定会体现在未来的创业减贫的成果中。除了技术方面，本文同时认为，未来的研究在不仅仅局限于数字技术

和减贫本身，而会更多地连接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共同体现研究的价值，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技术向善”、

“数字立法”和“美好社会建设”等。

（四）创业减贫和农村振兴（Poverty Red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发达国家的农村是相对富裕的地方，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是普遍贫困的地方。减贫与振兴农村是发展中

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以中国为例，创业减贫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农村振兴，因为中国的贫困

地区与贫困者大部分在农村（张国庆等，2019）。近年来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创业减贫与农村发展都取得

了巨大成就，2020年也是中国全面脱贫的目标年。这些年来中国创业减贫开始是通过很大比例的生存型创

业，农民创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一点家庭收入以维持生计（Wu et al.，2020）。如果说摆脱贫困是中国创业减

贫第一步，那么农村振兴将是中国创业减贫的第二步。此时，相关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可能会从“输血式”扶/
减贫向“造血式”扶/减贫转变，并进一步激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内生动力。当脱贫人群通过学习改变获得积

极的态度、行为，并结合信息技术手段获得资源补给后，他们有可能转变成为创新型创业者，成为实现乡村振

兴的有生力量（Si et al.，2015）。如江西井冈山市围绕茶叶、菌草、林果推进“创业式”扶贫；八角楼农科园带动

6000余农户户均增收 1万元；宁夏盐池县 2016年科技投入达 3705万元，科技对县域经济贡献率达到 50%，这

些都是创业减贫后县域经济实现进一步乡村振兴的鲜活案例。本文认为在未来创业减贫过程中，政府、社会

和市场会更加有机结合，建立相应的激励相容机制，为不同主体参与乡村振兴带来可能性和可行性。从现有

初步成果的乡村振兴案例来看，也无不体现出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财政在撬动金融和

社会资本进乡村的主导性作用，以及当地脱贫后的村民继续保有的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因此，从创业减贫

到农村振兴，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问题导向性的理论层面都意义重

大。我们可以展望未来生存型创业比例将逐渐降低，发展性创业、创新性创业的比例将逐步提高。与之相应

的创业减贫理论研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从研究基于中国国情的 BOP理论转向全方位的创业减贫理论研

究，以破解减贫与农村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与限制。

五、结论

创业减贫是近 10年来管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各国也有自己的模式。近 10年来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

政府、慈善机构，以及大集团公司等都在努力寻找与实施各种创业减贫的问题解决方案与相关的理论研究，并

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从阐述创业减贫的理论开始，收集、梳理与整合了几十多年来创业减贫研究文献，在整

合与分析这些发表在中英文高水平期刊论文的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近些年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出

了 6个方面的创业减贫前沿理论。这些研究理论不是对过去理论的重复，而是在过去理论的基础上注入了新

的思想与新的研究内容。同时，在文献与上述 6个方面理论研究，以及创业实践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未来

创业减贫理论研究的方向展望，包括 4个方面：权威性理论的延伸研究、经济与社会双视角研究创业减贫、数

字技术与数字化平台、创业减贫和农村振兴。当然，创业减贫理论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但目前又相对缺乏

研究成果的前沿研究问题，很多相关问题值得聚焦深入研究。比如与本文中新BOP理论、本土创业理论、学习

改变理论等理论高度关联的“困”（plight）的研究，就是非常值得研究者现在与未来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延伸

的问题。根据我们对上述六大理论的认识，以及对贫困地区与贫困者的考察与研究，我们发现贫困者一般生

活在困境中，这种困境是由各种经济、社会和个人原因造成的，其中各种困难和限制阻碍了贫困者脱贫的思想

与行为，因此减少贫困的关键因素是找出其中的“困”，帮助贫困者从“困”中走出来，实现个人减贫到本土减贫

的目标。但过去这些年，一些研究者（Hart and Christensen，2002；Si et al.，2015）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慈善组

织和政府经常呼吁减少贫困，但他们似乎回避了导致个人与社区贫困中“困”的多重因素，强调基本救济品作

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与未来方向

理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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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但事实证明其效果是有限的。本文作者近年来在世界不同地区测试了不同的减贫方

案，发现通过分析贫困者困境中的“困”，找到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减贫的关键。再如，社会贫穷（social pov⁃
erty）、蚂蚁利润（ant profit）等问题都可以是值得深入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创业减贫问题，也是未来创业减贫理

论研究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另外，本文在很多方面列举与论述了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就。本文梳理的文献与图

2中的研究变量都说明创业减贫是一个多维度的前沿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国创业减贫的研究与探索，除

了本文上述的研究论述，一个重大的宏观层面的原因是党和国家有明确的相关顶层设计与目标。具体的执行

者/实践者重视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更善于从创业减贫实践中检验理论并理论联系实际地探索有效的问

题解决方案。国家与研究者特别强调顶层设计与底层逻辑问题，但这两个方面都缺乏深入而具体的理论研

究，特别是针对底层逻辑问题的研究，本文上述对于“困”的理论阐述应该是研究创业减贫底层逻辑的理论探

索，也是全新的创业减贫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另外，中国创业减贫的研究与探索不盲从西方理论。如西方

创业减贫理论提出制度先行与创业跟进（Alvarez et al.，2014）的顺序，但中国创业减贫研究者（Si et al.，2015）
在实践中发现中国很多创业减贫需要创业先行，这种创业先行的模式有激励减贫者转变行为模式从被动到主

动的功能，相关的经验也可以为相应的制度变革提供依据。本文理论研究中的很多举例与实践途径，都说明

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功经验。当然，在理论研究方面，如何将中国创业减贫的成功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发展出

更多可以指导创业减贫的新理论，这是中国理论研究者的目标与使命。

（作者单位：斯晓夫、严雨姗，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傅颖，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参见世界银行报告：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39451555093213522/pdf/E-Commerce-Participation-and-House⁃
hold-Income-Growth-in-Taobao-Villages.pdf

②检索时间为 2019年 9月 28日。

③检索时间为 2019年 10月 22日，本文也尝试以“创业”并含“贫穷”作为检索关键词，CSSCI的文献数量为 3篇，结果都已包含在

之前的检索结果中。

④他们可能已经不住在原先祖先的所在地，但其本地居民的身份还存在（Peredo et a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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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ow to reduce global poverty through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many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in the world. In general, The large number
of the severely poor people has increasingly been recognized as an issue for both governments and for businesses
throughout world. For governments the presence of large numbers of the severely poor whose lives do not seem to be
able to improve despite economic growth offers a potential challenge to the needed political stability. However, busi⁃
nesses increasingly also see th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in severe poverty are not only an issue for social concern,
but also as a potentially large untapped market of consumer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s a new approach for scholars to explore poverty reduction issues in
recent years.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years,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moved out of poverty through this ap⁃
proach. Scholars conduct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this approach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cover many top⁃
ics and perspectives. The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p journals. Obviously,
how to reduce poverty that is not only the world's development goal but also the academic research hotspot. Particu⁃
larly in the recent 10 ye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combined the existing entrepreneurship theories to con⁃
duc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se studies,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
ence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has provided researchers around the world
with large number of practical cases and massive data, providing brand new research model for the study of entrepre⁃
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and study the issu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
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existing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lenty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On the basis combing, distinguishing and integrating literature and com⁃
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critical issu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from six aspects. In terms of the fact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s a dynamic process, this paper further anticipates the future research with new value
added to the theory of poverty red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China'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was to systematically on entrepreneurial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is⁃
su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integrated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six aspects, including new BOP perspectiv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remediation perspective, indigenous entrepreneur⁃
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platfor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institutional reform perspective, learning and change
perspective, has carried out new exploration and injected new theoretical element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paper
provided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and develop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poverty reduction by entrepreneurship,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the practice of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In addition to
above, this research paper ha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poverty research of where poverty reduction and entrepreneur⁃
ship research now stands and, in turn, allows us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the research needs to move in
the future as we develop an agenda for future poverty reduction research.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entrepreneurship poverty reduction theory; future studies; en⁃
trepreneurship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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